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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继续呈现繁荣景象。新的学术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历史评论》《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节点上。在近代史研究方面，大批研究成果陆续涌现，从新视野、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等层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探究，都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出现较大突破。
一、学术史回顾与研究
1. 晚清与民国政治史研究回顾。 崔志海提出晚清政治史在过去几十年里一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有待提升史学研究与理论、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确看待和处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罗敏提出未来的民国史研究应当突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将民国史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独特历史道路。
2. 近代史研究的整体回顾。 王建朗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获益于社会的进步，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
3. 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回顾。 瞿林东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 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 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
二、史学理论与方法
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对史学理论的探讨难以形成合 力。这一现象在2015年出现了较大的改观，主要体现在阐发唯物史观、批判历史虚无主 义、大数据时代对史学研究的冲击等方面。具体详述如下：
1.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陈峰、李玉莉、左玉河、张杰等学者对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经学的关系多有研究，左玉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 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立足中国现实而继承中国史学传统，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 质，也是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保障。
2. 持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针对近年来学界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多位学者持  续撰文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张海鹏、赵庆云、叶玉华、孙帅等学者撰文，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要有更深入的学理分析与批判，必须着力打造唯物史观传播的客观环境。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加强对大众的价值观引导、应用传播学规律创新传播方式，才能有效抵制与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3. 近代史学史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针对近代史学史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吴义 雄考察了19世纪前期西人关于中国上古史的研讨和争议，认为它既延续了此前欧洲学 界的长期讨论，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所发展。卓立、杨晶对清末民初“新史学”的知识 论转型进行了观念史考释。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观念基础不同，导致前者形成了 记实史学传统，后者则形成知识论的解释史学传统。
三、晚清政治史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学术关怀和研究重心随之向20世纪转 移。由于新史料的挖掘和出版，晚清史研究中制度史继续拓展，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科举制度均有深入探讨。
1. 政治制度史研究。 晚清政治制度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王开玺和李文杰分别撰文， 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做了新的考察。王文在对咸同之际两宫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进行考证后认为，学界所谓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说法不准确，严格说来，慈禧共有三次听政或训政，其中只有第一次是垂帘。关晓红从长时段考察清代正途、异途官员在铨选、任职等方面的差别，以及历代清帝为疏通正途、控制异途而采取的诸多措施，认为清代铨选多途并进、满汉复职的特点，是导致晚清吏治混乱的重要原因。
2. 军事制度研究。 王宏斌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内外洋面海患情况及其对原有 水师巡洋制度的冲击，认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内外洋面海匪活动十分猖獗，官方采 取多种措施，试图恢复水师巡洋制度，但收效甚微。陈先松在研究海军衙门的经费后认为，海军衙门除负责南北洋海防建设之外，还负责东北练兵、修建铁路、修建颐和园等，海军衙门进款非海防专款一项，支款非海防建设一途，将海军衙门经费混同于海防经费，没有依据。彭贺超以新军会操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清末新军从西方引入近代军演并对之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些研究，都是在既有基础之上的新突破。
3. 科举制度研究。 科举制度延续千年，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十分巨大。针对晚清科 举制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视角。例如曹南屏通过研究清末新政时期的出版市场探讨 科举制度的革废，他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出版市场深度介入科举考试，影响了科举改制 在选拔人才上的实际效果，放大了士子在购取书籍上的地域和贫富差距，消解了科举制 度在兴学育才上的有效性及其存续的正当性。贾琳对“科举改章”导致考官、媒体和士子对科场书籍态度的变化做了考察和分析，认为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不同层级的  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清廷则通过厘定文体、 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制后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体现了科举改  制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
四、民国政治史
民国政治史依然是学界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发表了丰富的论著。论题广泛 而深入。近年来，在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史研究以及 人物研究等论题，均取得了较大突破。
1.  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与以前较多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不同，近年来对于北京政府时期的探讨方兴未艾。李怀印在宏观视野下观察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他指出，各派军阀能否在竞争中取胜，取决于其内部政权建设水平，尤其是动员和利用各项资 源，打造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能力。杨天宏通过考证1922年至1924 年的历次民意调 查，分析军阀的社会形象动态变化。两次直奉战争之际，军阀仍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并未形成整体负面形象。但是北洋军阀一直未处理好行政机关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的 关系，而国民党则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通过改组，与传统政治分道扬镳，建设起一支 由政党领导的有主义的军队。
2. 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派系政治仍为关注焦点。 派系纷争不仅消耗着国民党的政治资源，而且严重削弱其合法性。李翔认为，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高层权力之争造成党的分裂，削减了党力，对文武关系影响甚大。汪精卫成为党政军最高 负责人后，建立“文主武从”为建设目标之一的党军体制，与军事强人蒋介石屡起摩擦。 蒋宝麟考察了1927年至1937年上海市政府的人事构成与权力格局。上海市政府主要  官员的人事构成既呈现专业化的特点，又受制于诸多政治因素。
3. 军事史视角下的抗战研究。 在新文化史浪潮的冲击下， 一段时间来略显边缘的军 事史研究本年度再现活跃，抗日战争史研究则形成热点。汪朝光从应战决策角度梳理了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府的军政方略。袁成毅认为，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 · 二 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 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到1936年9月以后，已经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 发”的结论，这一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 初期的战局。
4. 民国政治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中孙中山、蒋介石等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依然  为关注重点，而一些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非核心军政人物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杨  瑞认为，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事实本身及其本意，与南北不同政派和报纸舆论的观察、 解读虽有部分吻合，但更多地呈现出背离与错位的现象。王奇生指出，1935— 1945年，阎  锡山在国、共、日三大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其中一方的行为选择常常导致多方的策略 联动。阎锡山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联蒋反共，或亲共制蒋，或与国、共联合抗日，亦曾打算
与日本妥协对付国、共，基本无底线可言。而地方实力派中，中共对阎锡山的统战最重视，也最有成效。
五、中国革命史
在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关于 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史研究，学界依然保持较高的热度。近代中国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革 命史的展开，随着社会的变迁，之前一度衰落的革命史和党史研究近年来重新成为热点 研究话题。
1. 中共革命的贯彻与执行机制。 黄道炫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贯彻机制进行了 深入研究，例如认为中共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日臻完善，贯彻机制的效能日益凸显。中 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贯彻机制也是环环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 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 造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
2. 中共区域史和制度史的研究。 学界目前对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逐渐改变以往宏  大叙事的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转而强调实证与微观，从全局性的宏观论述转变为地域 性的微观实证。为了推动中共区域史和制度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组织了多期笔谈， 对现阶段推进中共地域史和制度史研究进行了探讨，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 讨论。
3. 关于“新革命史”的持续探讨。 关于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一些学者进行  了热烈的探讨，陈红民的《“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和李金  铮的《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 先后发表，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中共党史研究》为此还开设了“新革命史”专栏进行 讨论。这些从多个层面推动了对革命历史的研究和反思。
六、经济史
近年来的经济史研究进一步开拓研究领域，对市场贸易、财政税收、金融史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具体如下。
1. 市场与贸易史研究。 郑清坡以定县集市数量的逐渐增多为例，考察了近代以来集 市的演变，认为其演变深受政治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影响，也与农民的市场行为紧密相关。 邓亦兵考察了清代北京的商品粮食市场。粮食是京城市场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清代前 期，京城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作者还详细描述了清代前期京城商品粮食的市场分 布，并期待在研究其他商品市场后，汇总京城市场布局，以做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纪浩 鹏探讨了租界与通商口岸贸易的关系。
2. 财政税收史研究。 刘巍认为，近代学界和官方推崇遗产税的真正原因并不相同， 前者偏重社会功能，后者偏重财政功能。在税制设计阶段，遗产税调剂贫富的特殊功能 被迫让位于增加财政收入的常规需要。到了征收环节，很多纳税单位利用自身的信息优  势或政治权力，成功地逃避了遗产税。倪玉平讨论清代关税的长期表现。清代关税的变  化，成为引领中国传统财政体制由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的关键因素。而这一 潮流，和17— 19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完全一致。
3. 金融史研究。 杜恂诚分析了分别出现在1919— 1921年和1930— 1935年的两次白银汇率异常震荡，认为这两次白银汇率震荡是西方国家向外转嫁危机的结果，对中国 经济造成深重的负面影响。吴景平研究了近代银行制度的形塑机制，强调围绕着近代银 行的发展，政商之间的合作、互动乃至博弈关系。王强考察了近代银行业内部的稽核机 制，认为以账务检查、业务改进、人事防腐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稽核不但优化了近代银行 业自身的业务与管理结构，提高了银行业务水平与管理效率，也降低了银行业整体业务 风险。
4. 企业史研究。 李玉研究了股东的“维权”与“用权”行为。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于 公司法制不健全，中国公司股东的“维权”诉求多借助媒体表达，难以完全实现。从1904 年开始，中国公司进入有法可依的时期。郭从杰认为，天津的六大纱厂在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失败，虽然有日本企业排斥的作用，但实际上天津棉纺织业自身经营的内在缺陷 即资产负债率过高是导致其衰败的主要原因。郭海涛认为萍乡煤矿过于依赖于汉冶萍 的燃料需求，围绕汉冶萍的燃料需求，萍乡煤矿采取了不同的经营策略，当汉冶萍停止钢 铁冶炼活动后，萍乡煤矿被迫转型为煤炭生产销售企业。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与严峻的现 实挑战使萍乡煤矿无法适应新的市场角色，始终无法恢复生机活力。
七、中外关系史
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从视角、对象、史料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著作，成 为近年来中外关系史的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外关系史的新视角。 从世界秩序的变迁中观察中国，是近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  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王建朗指出，对国际秩序的关注，是外交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但对于外交史的研究，应该注意晚清国人“天下中心”对外部缺乏自信的矛盾心理。吴义  雄提出了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从国史角 度而言，需要从整体上利用晚清史研究进展所带来的知识、理念和方法；从国际关系史而  言，还需要扩展到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并竭力使用外文史料；从全球史的角度而言，需要  打破国家民族界限，探讨晚清史在更广大体系中的意义。
2. 中外关系视野下的区域史研究。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存 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  程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晚清中外关系经历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  到国家条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的三段式进阶， 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邱志红以早期广  东地区英文学习教材及工具书为对象，对存世的“红毛番话”课本进行梳理分析，讨论了 它们的翻刻过程、流布年代及读者对象等，由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特征及早期中 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图景。
3. 中英关系研究。 中英关系方面，王涛对鸦片战争前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  活动及影响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  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这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  重要因素。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在英国的缘起、出台、 实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该政策最早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政策。
八、思想史
近几年来，关于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不少富有新意的作品，特别是针对概念史和观 念史的专题论文，引入西方史学方法，使思想史研究领域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
1. 观念史和概念史的研究引人注目。 概念史和观念史的兴起是近年来在中国近代  思想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主要以孙江、黄兴涛和杨念群等人为代表。 大体来说，概念史和观念史的研究，无论是对研究方法的讨论，还是对有关重要概念和观  念的具体研究，近年来都有不小的进展，但是在概念史的研究中如何把握不同人群对于  同一概念的使用，如何勾连概念史与思想史，如何将概念的演变与现实历史进程的演变  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2. 近代民族、家庭观念与伦理的研究。 在由天下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转折之中，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对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相关研究近年来受到学者重视，年内已经有重要专著问世。关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  族复兴思潮，郑大华接续多年研究，从“民族复兴”话语的视角探讨了近代中国思想中的  “民族精神”论，以及抗战时期围绕民族建国问题的讨论。左玉河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党  人、战国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对“忠孝”观念的阐释。
3. 西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研究。 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传播与影响近年来 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傅正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研究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对清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分析中国人的自由观与斯宾塞自由观之差异所在，认为斯 宾塞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二者则具有同一性，这也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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